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664-667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11   

文章引用: 王永丽. 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纵向中介作用[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1): 
6664-6671. DOI: 10.12677/ass.2023.1211911 

 
 

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 
情绪调节策略的纵向中介作用 

王永丽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3年9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0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30日 

 
 

 
摘  要 

为探究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长期影响，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教师关怀行为与高中生抑郁之间的

纵向中介作用，采用教师关怀行为量表、情绪调节量表以及抑郁量表对四川省某中学高一学生进行为期

半年的两次追踪调查，两次施测共收集有效数据523份。结果表明：1) T1教师关怀行为能够显著负向预

测T2高中生抑郁；2) 在同一时间点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教师关怀行为和高中生抑郁之间发挥中

介作用；3) 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仍成立，表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中

介作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结论：教师关怀行为不仅直接能够直接预测高中生抑郁，还能通过情绪调

节策略对高中生抑郁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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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and 
depres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longitudinal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l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one 
middle school in Sichuan province. At last, total 523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meas-
ures of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de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t baseline and 
half a year late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subsequent depres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
pressive suppress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3)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was stable at different time.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depres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indirectly af-
fect depres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
pression acros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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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中阶段是个体探索人生方向的重要时期，是向成人的过渡期。在高中生的发展过程中，抑郁是一

个重要的阻碍因素[1]。针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元分析表明抑郁是高中生首要的心理健康问题[2]，抑郁不

仅与高中生现阶段的自伤、攻击等问题行为存在密切联系[3] [4]，还会对高中生日后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5]。为了解决高中生抑郁问题，我国政府发布了相关文件，明确将抑郁纳入学生的健康体检，强调

对学生抑郁防治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对高中生抑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学生的心理健康可能会受到教师关怀行为的影响。教师关怀行为是教师为了建构一种良好的师生关

系，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尽职尽责地完成教学任务，投入时间来支持学生的发展，并且包容学生等诸多

行为活动的综合体现[6]。生态系统理论指出，青少年的发展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教师是青少年微观

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在保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关怀理论也指出，关怀需求是人

类的基本需求[8]，教师不能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需要对学生表达关怀[9]。相关实证研究指出教师关怀

行为是学生发展社交等生活技能和提高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10]；教师能够通过降低消极情绪对青少年的

不利影响来保护其身心健康[11]；横断研究表明教师关怀行为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抑郁等问题行为[12]。
可见，教师关怀行为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对其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 

教师关怀行为可能通过影响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影响高中生抑郁。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是人们

经常使用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的核心是人们试图重建对引发自己情绪的情境的认知，以使自

己感觉良好[13]。以往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与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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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观幸福感等)显著正相关[14] [15]，是一种适应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而表达抑制是指当情绪被唤起

时，个体有意识地抑制情绪表达的行为[16]，虽然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改变了个体的情绪表现但并没有改

变个体的情绪体验[17]，并且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18]，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更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以往大多数研究也证实了表达抑制不利于个体积极情绪的产生，与抑郁等消极情感存在密切联系[19] 
[20]，是一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在高中生群体中使用认知重评较多的个体在学校适应情况更好

[21]，拥有更高的学业成绩[22]，报告出了较高的主观幸福感[23]以及较低的抑郁情绪[24] [25]。相反，使

用表达抑制较多的高中生表现出了在学校适应情况较差[21]，被欺凌的可能性更高[26]，主观幸福感较低

[27]，抑郁情绪较高[24] [25]的特点。 
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根据社会情感学习理论，情绪调节是社会情绪学习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教师在学生的社会情绪学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8] [29]，因而教师关

怀行为可能也会影响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此外，教师关怀行为有利于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是

建立和维持良好师生关系的必要条件[30] [31]，而良好的师生关系正是学生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情绪调节

策略不可或缺的。有研究指出存在重要关系障碍的学生可能缺乏足够的机会学习适应性的方法来管理他

们的情绪，因而可能会对挑战性的环境变得敏感，导致自我调节方面出现困难，这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消

极情绪对他们的影响，从而增加他们患抑郁的风险[32]。对于高中生而言，感知到的教师关怀行为越少意

味着师生关系质量越低[33]，这将对他们学习运用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节情绪产生消极影响。相关研

究也表明，教师在引导学生调节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4]。可见，教师关怀行为可能有助于高中生使

用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节情绪，从而降低其抑郁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教师关怀行为为自变量，高中生抑郁为因变量，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为中介

变量，探究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及这种中介作用跨时间的稳定性。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四川省某中学抽取高一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追踪调查，2020 年 12 月 17
日为第一次施测时间，半年后施测第二次。第一次施测有效被试为 568 人，完成两次施测的有效被试为

523 人，其中男生 224 人，占比 42.83%，女生 299 人，占比 57.17%；家庭居住地为城镇的有 333 人，占

比 63.67%，家庭居住地为农村的有 190 人，占比 36.33%；第一次施测时被试平均年龄为 16.21 岁(SD = 
0.55)。经检验，数据完整的被试与流失被试 T1 时的年龄、教师关怀行为、认知重评、表达抑制、抑郁

(|t|s < 1.68, p > 0.05)和性别(χ2 = 0.14, p= 0.71)及家庭居住地(χ2 = 2.56, p = 0.11)上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表

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关怀行为 
采用雷浩[6]编制的教师关怀行为量表。该量表由 18 个题目组成，分为尽责性、自持性和包容性三个

维度。问卷采用 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是学生对教师关怀行为的他评问卷，得分

越高表明学生感知教师关怀行为越多。在两次施测中尽责性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0、0.92；
支持性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0、0.91；包容性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93、0.93。 

2.2.2. 情绪调节策略 
采用 Gross 和 John [35]编制的情绪调节策略量表。该量表由 10 个题目组成，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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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两个维度。两个分量表都至少包含一项关于对消极情绪的调节和积极情绪的调节。对每个题目的回答，

被试按照自身调节或管理情绪的特征，分为完全不赞同到完全赞同的 7 级评定。两次施测中认知重评维

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0.92；表达抑制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0.83。 

2.2.3. 抑郁 
采用 Achembach 和 Rescorla [36]编制的青少年问题行为自评量表中的抑郁分量表。施测量表包含 6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在两次施测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

分别为 0.84、0.86。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中的变量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故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完成之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在两次施测中，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均为 6
个，未经旋转的第一个因子变异的解释量分别为 34.17%和 34.44%，均小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本研究

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明显[37]。 

2.4.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以高一学生为被试，在征得学生的同意后开始施测。施测前所有被试均被告知本研究为自愿参与，

他们可以参与一项或多项调查，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退出，并且施测结果保密。施测结束后，对学生表

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保密原则。 
采用 SPSS 25.0 和 Mplus8.3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首先运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和 Pearson 相关分析，然后运用 Mplus8.3 建立中介模型考察高中生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

略在教师关怀行为对其抑郁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教师关怀行为分为 3 个维度，该变量作为潜变量纳入

模型，其余所有的变量均采用均值作为显变量进行分析，缺失值采用极大似然估计。鉴于以往研究表明，

青少年抑郁水平在性别上存在差异[38]，因此本研究将性别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3. 结果 

3.1. 教师关怀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与高中生抑郁的描述统计分析 

对教师关怀行为与高中生情绪调节策略及抑郁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T1 教师关怀行为、认

知重评、表达抑制、高中生抑郁与 T2 相应变量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在两个时间点上，教师关怀

行为与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表达抑制和高中生抑郁显著负相关；认知重评与高中生抑郁显著负相关；

表达抑制与高中生抑郁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与 T1、T2 抑郁显著正相关，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男女生在抑郁水平上差异显著(t1 = 3.45, p = 0.001; t2 = 3.80, p < 0.001)，女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Table 1.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0.43 0.50 1         

2.T1 教师关怀行为 3.66 0.73 −0.07 1        

3.T1 认知重评 4.64 0.87 −0.01 0.15** 1       

4.T1 表达抑制 4.15 1.03 0.01 −0.25*** 0.03 1      

5.T1 抑郁 1.70 0.56 0.15** −0.29*** −0.17*** 0.37*** 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911


王永丽 
 

 

DOI: 10.12677/ass.2023.1211911 6668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6.T2 教师关怀行为 3.50 0.73 −0.06 0.59*** 0.18*** −0.22*** −0.27*** 1    

7.T2 认知重评 4.57 1.02 −0.06 0.19*** 0.45*** −0.09* −0.18*** 0.23*** 1   

8.T2 表达抑制 4.16 1.10 −0.04 −0.16*** −0.06 0.44*** 0.20*** −0.17*** 0.21*** 1  

9.T2 抑郁 1.79 0.61 0.16*** −0.28*** −0.20*** 0.32*** 0.66*** −0.30*** −0.11* 0.34***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性别为虚拟变量：女 = 0，男 = 1；下同。 

3.2. 情绪调节策略在教师关怀行为与高中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鉴于以往研究表明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的效应相互独立[35]，本研究采用平行中介模型。首先考察同

一时间点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教师关怀行为与高中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分别以 T1、T2 教师关

怀行为为预测变量，情绪调节策略为中介变量，高中生抑郁为因变量，性别为控制变量构建中介模型，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T1: χ2/df = 1.00, TLI = 1.00, CFI = 1.00, RMSEA = 0.003, SRMR = 0.03; T2: χ2/df = 
4.81, TLI = 0.95, CFI = 0.97, RMSEA = 0.09, SRMR = 0.05)。在即时中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不同时间点上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以 T2 高中生抑郁为因变量，T1 教师关怀行为为预测变量，T1 情绪调节策略

为中介变量，并以 T1 高中生抑郁和性别为控制变量，构建 T1 教师关怀行为和 T2 高中生抑郁的中介模

型，如图 1 所示，结果表明，该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5.62, TLI = 0.93, CFI = 0.95, RMSEA = 0.09, SRMR = 
0.07)，T1 教师关怀行为对 T2 高中生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β = −0.08, p = 0.035)，T1 教师关怀行为显著正

向预测 T1 认知重评(β = 0.15, p = 0.003)，显著负向预测 T1 表达抑制(β = −0.28, p < 0.001)；T1 认知重评

显著负向预测 T2 高中生抑郁(β = −0.09, p = 0.014)，T1 表达抑制显著正向预测 T2 高中生抑郁(β = 0.09, p = 
0.008)。Bootstrap 检验(1000 次)发现：T1 表认知重评和 T1 表达抑制在 T1 教师关怀行为与 T2 高中生抑

郁之间中介效应的 95%CI 均不包含 0，表明 T1 认知重评和 T1 表达抑制在 T1 教师关怀行为对 T2 高中生

抑郁的预测中具有中介作用，如表 2 所示。 
 

 
注：模型中控制了性别、TI 阶段的高中生抑郁以及同一时期内高中生抑

郁与教师关怀行为的相关。 

Figure 1. Longitudinal mediation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图 1. 情绪调节策略的纵向中介模型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from teachers’ caring behavior to depress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2. 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中介效应量分析 

效应类型 路径 标准化效应值 效应量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T1 教师关怀行为→T2高中生抑郁 −0.081 67.500% −0.161 −0.006 

中介效应 
T1 教师关怀行为→T1 认知重评→T2 高中生抑郁 −0.014 11.667% −0.031 −0.001 

T1 教师关怀行为→T1 表达抑制→T2 高中生抑郁 −0.025 20.833% −0.049 −0.007 

总中介效应  −0.039 32.500% −0.06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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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教师关怀行为显著负向预测随后的高中生抑郁，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1，与以往横断研

究一致[12]，同时也证实了关怀理论[9]，反映了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持久影响。压力缓冲模型指

出，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压力产生的不利影响具有缓解作用[39]。高中生面临升学的巨大压力，根据

Hammen 的观点，压力在抑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40]，高中生报告的教师关怀行为越多意味着

其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越多，对因压力而产生的抑郁缓解作用越大。一项元分析也发现教师支持是排在家庭

支持后的第二大影响青少年幸福感的因素[41]，因而教师关怀行为显著负向预测随后的高中生抑郁。 
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在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预测中具有中介作用，并且这种中介

作用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具体而言感知教师关怀行为越多的高中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越多，随后的抑

郁水平越低；而感知教师关怀行为越少的高中生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越多，随后的抑郁水平越高。根据以

往研究，个体之所以使用表达抑制这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由于对这种策略持有错误的认

知，即认为这种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积极作用[42]，尤其是在鼓励情感克制的东亚文化背景下。教师

是高中生遇到问题时的重要求助对象，感知教师关怀行为越多的高中生在遇到问题时更愿意寻求教师的

帮助，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对他们进行引导[43]，改变他们对表达抑制策略的错误认知，促使他们表

达不良情绪并从积极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情境，从而使他们的不良情绪得到缓解并降低他们抑郁的风险。

因而教师关怀行为能够通过影响高中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对高中生抑郁产生间接影响。 
本研究初步揭示了教师关怀行为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二者之间的纵向中介作

用。然而，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法，数据均来自学生的自我报告，数据来

源单一，今后研究者可以通过同伴、教师评价等通过多种方法收集数据；第二，本研究仅探讨了认知重

评与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今后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他内源变量的作用，如自尊、人格特质等；第三，

本研究中的被试均来自同一个学校，研究结论在推广到其他群体时需要谨慎，今后研究可以通过抽取更

具代表性的样本对本研究中的结论进行验证。 

5. 结论 

1) 教师关怀行为不仅能直接预测高中生抑郁，也能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得以实现。 
2) 教师关怀行为通过情绪调节策略间接影响高中生抑郁的中介机制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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